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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高危区预防性移民迁移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甘肃定西地区４村落的调查

刘呈庆，魏　玮，李　萱

摘　要：预防性移民是解决生态高危区居民生存与发展问题的有效方式之一。本文对甘肃省定西地区四

个村落发放实地调查问卷，建立预防性移民迁移意愿影响因素多元回归模型。在模型中着重考察家庭经济状

况、社会资本、家庭决策类型、受教育水平、风险认知等对移民迁移意愿的影响。结果发现：风险行为、家

庭社会资本、受教育水平对移民意愿存在显著负向影响；风险态度、环境风险认知对移民意愿呈显著的正向

作用；而家庭经济收入、家庭决策类型对移民意愿无影响。为促进生态高危区的预防性移民，特建议：加大

当地居民受教育水平，增加就业机会；根据风险认知因素对移民分类，针对性地开展迁移宣传动员和安置工

作；发挥高社会资本人群的带头示范作用；加大政府财政和相关政策上的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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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高危区是指自身生态环境高度脆弱、人口资源承载力低、灾害的成灾效率较高的地区。在
这些地区，由生态高危导致的经济损失严重、生活质量低下、环境—贫困恶性循环等成为常态。例
如，据陕西省国土资源厅的资料，从２００１至２０１０年１０年间陕南地区发生洪涝、滑坡、泥石流等
地质灾害２　０００多起，直接经济损失４６０亿元［１］。目前我国部分生态高危区，如陕西南部、甘肃舟
曲与定西等，已经开始着手实施部分生态恢复补偿工作、移民迁移安置工作，尽可能减少突发灾害
及脆弱生态环境给当地居民带来大量财力和物力上的损失。
以往生态高危区治理主要采取事后补救式的防治方法，如生态补偿、就地扶贫机制以及建立灾

害的群策群防预警机制，通常周期长、见效慢、改善效果不明显，造成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额外
浪费［１］［２］。移民工作的实施能尽快提高生活水平，减少频发自然灾害对当地居民造成直接损失，同
时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改善高度脆弱的生态环境。陕西省政府从２０１０年开始着手实施生态高危区
的大规模的移民安置规划，于２０１１年分别颁布了 《陕南地区移民搬迁安置工作实施办法 （暂行）》
和 《陕北移民搬迁安置若干政策规定》，这些细则规定的出台标志着陕西省生态高危区移民工作的
正式实施［３］［４］。主动实施的预防性移民是有效解决生态高危区居民现有生活状态的有效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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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生态高危区已经开始着手实施移民工作，为预防性移民的研究提供大量的实践经验，但是针对
该类移民迁移意愿的理论研究相对不足，缺乏理论研究的指导。充分了解移民意愿有助于实现移民
自愿主动迁移，保证预防性移民工作顺利实施，实现移民由 “被动迁移”向 “主动迁移”的转变。
预防性移民是指针对生态高危区这一特殊地区所采取的主动性的、预防性的移民迁移行为。通

过对当地居民的宣传和动员，移民能够主动或在政府推动帮助下完成迁移安置工作。本文以定西地
区四个生态高危村落为例探讨影响生态高危区预防性移民迁移意愿的主要因素。

一、文献综述

（一）预防性移民类型及特征

２００７年国际移民组织对环境移民进行了定义，即由于环境突然或缓慢变化，对人们的生存和
生活产生不利的影响，致使人们被迫或主动、暂时或永久的迁移，都属于环境移民［５］。环境移民行
为的发生主要由以下几种诱因，如由于自然灾害或是人为事故造成的迁移、由于人为因素引起的环
境变化及生态破坏造成的移民、为了避免由于人为因素发展所造成的环境恶化和不利影响所进行地
移民等，联合国难民署［６］、国外学者Ｂａｔｅ［７］和Ｒｅｎａｕｄ［８］等都提出了有关环境移民的具体分类，尽
管分类名称各不相同，但基于移民发生的诱导因素的分类基本是一致的。国内学者根据我国实际迁
移情况，提出更为细化的分类：灾害移民、生态移民、工程移民、扶贫移民、经济移民、冲突移
民［９］，这些移民类型都是根据移民发生的原因进行的，其实质与国外移民类型也一致。随着经济社
会的发展和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越来越多的移民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如诱导式移民是解决生态
问题和因生态致贫问题的主要举措之一［１０］。具有多重原因的移民形式符合当今时代发展和构建和
谐社会的需要，日益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预防性移民恰是在这种环境下提出的，随着近几
年生态高危区的灾害异常，加剧当地居民生活困难，预防性移民的实施有其重要实践意义。
结合生态高危区承灾体脆弱、成灾效率高、人口环境承载力低等特点，预防性移民也是多重迁

移目的的产物，首先他是灾害移民，生态高危区灾害频发、突发，提前对灾害发生区的居民组织迁
移，能够有效地降低自然灾害造成对人类生命安全的严重威胁，有效地弥补被动的灾后移民迁移不
足，大大降低经济损失；同时，预防性移民具备了扶贫移民的特征。一般生态高危区生态环境脆
弱，环境承载力较低，人类对生态环境的过度开发利用严重，经济普遍较为贫困，物资匮乏，移民
方式可以有效地提高当地居民生活、生产水平，符合当下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和坚持以人为本
的发展要求。

（二）迁移动力与意愿
人口的有序迁移总是通过推力和拉力共同完成的［１１］。迁出地不利的生活条件就是推力，而迁

入地有利的生活要素就是拉力。强烈的拉力比推力对于移民行为的发生产生更大的作用。随着移民
成功地迁入理想的新居住地而逐渐产生示范效应，形成了稳定的迁移流［１１］。这是有关移民发生基
本动因理论。此外，舒尔茨以成本和收益为出发点解释移民的迁移行为，迁移者都是在考虑到迁移
的收益大于损失的利益而去选择迁移行为［１２］。成本收益因素既包括货币性的因素，也包括非货币
性因素。成本—收益因素决定了移民的安置方式和搬迁态度，而非成本—收益因素则具有抵消成本
—收益因素的巨大潜力，提高不愿意搬迁人数的比例［１３］。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逐渐深入，环境
容量理论逐渐应用到移民问题中，当一地人口数量超过当地环境容量时应该适当的采取移民行为，
降低当地的人口承载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国内学者针对移民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相关实证研究主要采用结构式问卷法，通过问

卷或访谈直接获取移民相关信息。主要指标包括家庭人口数、收入类型［１４］、性别、受教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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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收入水平［１５］、年龄、交通条件、医疗水平等细化基础设施指标［１６］。以上主要是货币性的成本
—收益因素的考察。同时很多学者开始关注非货币性因素，社会资源、故土情结、户籍制度等指标
对迁移意愿的影响程度。风险认知等心理因素是对于周遭变化直观的心理反应，灾害认知、风险态
度、风险行为等都清楚得了解移民对于周围环境变化的反应和适应能力，也可以直接了解移民对于
迁移行为的接受程度和实践能力；家庭社会资本在移民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移民在原住地或迁入
地建立起的社会资本对于迁移与否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１８］［１９］。家庭社会资本代表家庭在周围群体
当中的影响力，也是深入了解居民对于环境变化适应能力的有效渠道［１８］。预防性移民要实现移民
的主动自愿移民，那么对于社会心理因素的考察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实证调研

（一）数据来源
本次调研地点位于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安定区位于定西中部，系定西市政府所在地。安定区

属于陇中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境内沟壑纵横，梁峁起伏。平均海拔２　５７７米，气候属中温带干
旱、半干旱区，大陆性季风气候显著。正常年降水量４００毫米左右，蒸发量高达１　５００多毫米，是
一个干旱、冰雹、霜冻、低温等自然灾害频繁的农业区。当地生态脆弱，土质疏松，境内天然植被
稀少，表土裸露，水土流失十分严重；由于当地极度干旱少雨，干旱成为当地主要的自然灾害，以
前是 “十年九旱”，现在基本达到 “十年十旱”。近几年常出现极端恶劣气候，大暴雨、冰雹、泥石
流、滑坡严重阻碍道路通行，冲毁校舍，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据相关资料统计，２０１１年安定区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是３　０４７元，仅占当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４４％，人均生产总值不足全国同
期的１／５，贫困山区收入差距更大。定西市是建国后最早开展移民工作的 “三西”地区，虽然有着
极为丰富的迁移安置经验，但针对预防性移民意愿研究较少。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２年１１月课题组在定西市安定区实地调研数据，具体选取两个乡镇当

中的四个村落进行了随机问卷发放。此次问卷发放有针对性地选择北部秤钩驿镇的川坪村 （２３
户）、双乐村 （２１户）和南部符川镇的红庄村 （４９户）、长丰村 （６０户）。实际获得问卷１５３份，
剔除不符合要求的无效问卷之后，共获得有效问卷１３９份，样本有效率为９０．８％。

（二）变量选择及描述
本文参考以往有关移民迁移动力机制的相关研究成果，并结合本文的新发现，将影响预防性移

民迁移意愿因素分为被采访者基本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风险认知变量和家庭决策类型变量等
四类变量。

１．受访者基本特征变量。该组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三个变量。女性对周围
变化较为敏感，面对灾害的发生会有较强的感知能力，更加渴望通过搬迁方式降低灾害发生的威
胁。年龄越大，故土情结加重，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较慢，适应性减弱，年龄对迁移行为的发生极
可能产生负影响［１６］。文化程度越高，知识结构较为完善，对事物的认知水平也相应提高。文化程
度高的农户相信现有生活能力或是认为能够得到政府的优惠政策而选择留守［１４］。

２．家庭特征变量。该组变量包括家庭人口数、家庭收入、非农收入比例、家庭社会资本、生
活满意度、家庭决策类型六个变量。人口规模越大意味着当地拥有的社会资源越多，搬迁的非货币
性成本损失越大，搬迁意愿随之降低［１６］，家庭人口数每增加一人，搬迁意愿发生比就降低约０．５
倍［１４］。家庭收入和非农收入比例代表居民经济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收入越高的居民，意味搬迁
付出的成本或是代价较大，对迁移持有更为谨慎的态度。家庭社会资本代表居民在当地的社会影响
力［２１］。具有较高社会资本的家庭，一旦发生迁移对于各种人际关系影响很大，造成非货币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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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加大。生活满意度则是对居民在当地各种生活要素满意度的考察，生活满意度越高，迁移的货

币性或非货币性的损失则越大。家庭决策主要有四种模式：男主 （男性主导）模式，女主 （女性主

导）模式，男女共商模式，子女参与模式［２２］。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教育事业的大力发展，女性

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不同家庭决策模式当中不同的知识结构，认知差异造成了不同的决策结果，不

同的结果造成了不同的迁移决策，必然对迁移行为产生一定影响。

３．风险认知变量。该组变量包括风险态度、环境风险认知、风险行为三个变量。风险认识方

面的研究在心理学领域研究较为广泛，较少引用到移民研究之中，现有文献中并没有直接证据说明

移民行为的发生与风险态度存在直接关系。本文着重考察风险认知因素对于移民意愿的影响程度和

方向。

风险态度 （Ｒｉｓｋ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指人对风险所采取的态度。简单说就是对重要的不确定性认知所选

择的回应方式。尽管没有直接的证据说明移民行为的发生与风险态度存在直接关系，但是Ｊａｅｇｅｒ
等利用德国社会经济调查 （ＳＯＰＥ）的数据直接测量风险态度与移民行为的关系，从数据分析结果

中清楚地发现，一个具有高风险态度的人是更加积极的，更容易发生迁移行为。更愿意去规避风险

的个人 （Ｌｏｗｅｒ　Ｒｉｓｋ－ａｖｅｒｓ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更容易用移民或是迁移方式，作为获取更高收入的一种方

式［２３］。说明风险态度对于重大行为的发生有一定的关联作用。风险态度对于移民行为的发生存在

一定的影响。本文通过面对困难时反应和风险投资模式的选择来考察风险态度的情况。

环境风险认知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ｉｓｋ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强调对生活中环境风险的直观判断和主观经

验对个体认知的影响［２４］。当个人认识到风险是由自然力量引起的，那么他们不会关注风险发生的

起因，更多地在意风险的后果；如果风险是由人为因素引起的，更多地关注这种引起风险的行为。

所以移民对于周围风险的认识对于他们行为的发生有一定的影响作用［２５］。本文中利用对自然灾害

是灾难性的、自然灾害是不可预测的、自然灾害是可以人为控制等三个问题的看法进行考察。

风险行为 （Ｒｉｓｋ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是不同的风险认知和风险态度下必然促成不同行为反应。Ｂｏｈｎ的

研究已经证明，不同情感态度引发不同类型的行为倾向［２３］，当明确风险发生原因时，人们就主动

去阻止或是减少更多的不利行为，当人们认识到自然灾害的破坏性或是其他危险时，就会主动阻止

或是减少环境风险所带来的后果，寻求一定组织的帮助，以降低风险的影响［２６］。当生态高危区的

移民意识到周围的环境危险时，是否愿意或是意识到需要采取适当的行为，是否愿意采取行为以规

避风险？本文通过对新环境适应度和面对灾害采取措施程度考察风险行为变量。

具体变量描述如表１所示。
（三）模型估计及数据结果分析

为了避免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对模型的影响，本文选用了Ｐｅａｒｓｏｎ分析法对变量进行相关分

析，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０．４，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符合回归模型的基本要求。由于因变量

采用１～５连续性数值变量的度量，故本研究选用多元回归模型考察四大类自变量对移民意愿这一

因变量的贡献率和影响情况，其中模型的线性关系可表示为：

Ｙ ＝α＋∑βｉＸｉｊ＋μ
其中，在问卷的设计中，对移民意愿的考察，“盼望移民，搬离这个生态环境恶劣的地方”采

用１～５级意愿度的考察，数值越大，说明迁移意愿越强。Ｘｉｊ表示影响迁移决策的主要解释变量，

βｉ是各个变量前的系数，表示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μ表示随机误差项。具体模型分析结
果如表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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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变量定义及描述统计 （ｎ＝１３９）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一、被解释变量

移民意愿
不愿意＝１，比较不愿意＝２，一般情况＝３，比较愿意＝４，非常愿
意＝５

２．８４　 １．６６１

二、解释变量

１、受访者基本特征变量
性别 男＝１，女＝０　 １．２４　 ０．４２７
年龄 １８～２５岁＝１，２６～３５岁＝２，３６～５０岁＝３，５１～６５岁＝４，

６６岁以上＝５　 ３．１４　 ０．８８１
受教育水平 １＝小学文化及以下，２＝初中，３＝高中及以上 １．６１　 ０．７１７
２、家庭特征变量
家庭人口数 家庭中实际人口数 （单位：人） ４．８１　 １．５２７

家庭经济收入
５０００以下＝１，５０００～１万＝２，１～２万＝３，２～５万＝４，５万以上
＝５ （单位：元）

２．３０　 １．０２６

家庭社会资本 家庭是否拥有村干部、党员、大学生情况之和 ０．５０　 ０．６７４
非农收入比例 家庭非农收入／家庭总收入 ０．４７　 ０．３０３

生活满意度
包括家庭经济情况、住房、邻里关系、教育、交通、生态、医疗、
务工条件等变量满意度之和

２６．０４　 ７．０４０

家庭决策类型

男主模式 是＝１，否＝０　 ０．２５　 ０．４６３
女主模式 是＝１，否＝０　 ０．０７　 ０．２５９
夫妻共商模式 是＝１，否＝０　 ０．２４　 ０．４３１
３、风险认知变量
风险态度 因子统计 ５．１９　 １．４０
环境风险认知 因子统计 ９．７２　 ２．０２
风险行为 因子统计 ６．８０　 １．８４

　　注：风险态度、环境风险认知、风险行为中变量进行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每个变量下的子变量存在显著的相关
性，故将各子变量进行加总计算，得到风险态度、环境风险认知、风险行为变量最终得分。

在三个模型当中依次加入家庭决策类型这一虚拟变量，模型的拟合优度依次为０．２３１、０．２３７、

０．２３１，说明对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度在２３．１％～２３．７％之间。尽管模型的拟合值不高，但是显
著性水平 （Ｐ值）为０．００１、０．０００和０．００１，模型的显著性水平较高，分析结果具有一定解释能
力。三个模型中对移民意愿存在显著影响的变量基本一致，主要包括受教育水平、家庭社会成本、
风险态度、环境风险认知和风险行为等变量。结果如下：

１．受访者基本统计特征变量。受教育水平变量在三个模型中都通过模型显著性检验，与被解
释变量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影响且其系数为负。表明受教育水平越高，迁移意愿越低。这与
王珊、张安录［１４］研究结果相符。当地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较高的教育水平意味着生产技能掌握
能力较强、农业收益较高、外出务工机会较多和收入较高，使得迁移意愿相对降低。
性别、年龄变量未通过模型显著性检验，变量系数都为负，随着年龄的增长，迁移的意愿逐渐

降低，这与之前的相关文献结论相符合。年龄越大，更加安于现状，安土重迁，害怕改变带来生活
不适应，对于搬迁的意愿较低。

２．家庭特征变量。家庭社会资本变量通过模型显著性检验，对移民意愿具有负向作用。家庭
社会资本变量代表家庭的社会人际资源情况和在当地家庭影响力，这是一个家庭在当地影响力或是
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当社会资本越丰富，意味着对当地的人际交往的资源较为满意，迁移会带来
大量非货币性成本的损失，使得搬离意愿降低，担心迁移之后人际关系的改变给生活带来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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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回归模型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 Ｍ１ 模型 Ｍ２ 模型 Ｍ３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性别 ０．３８８　 ０．３３９　 ０．４２５　 ０．３２６　 ０．３７１　 ０．３２５
年龄 －０．１７６　 ０．１６４ －０．１９８　 ０．１６３ －０．１７５　 ０．１６５
受教育水平 －０．５５７＊＊＊ ０．２０６ －０．５９８＊＊＊ ０．２０６ －０．５６３＊＊＊ ０．２０４
家庭人口数 ０．０９１　 ０．１０３　 ０．０７８　 ０．１０３　 ０．０９６　 ０．１０５
家庭经济收入 －０．０９７　 ０．１６４ －０．０９３　 ０．１６３ －０．０９２　 ０．１６６
家庭社会资本 －０．５００＊＊ ０．２１２ －０．５４１＊＊ ０．２１１ －０．５１４＊＊ ０．２１３
非农收入比例 ０．３５１　 ０．４６５　 ０．２５６　 ０．４６３　 ０．３３０　 ０．４５９
生活满意度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１
风险态度 ０．２３８＊＊ ０．１０３　 ０．２４１＊＊ ０．１０２　 ０．２３５＊＊ ０．１０２
风险认知 ０．１３６＊ ０．０７１　 ０．１２９＊ ０．０７１　 ０．１３６＊ ０．０７１
风险行为 －０．１９９＊＊ ０．０７８ －０．１８４＊＊ ０．０７９ －０．２０１＊＊ ０．０７８
是否是男主模式 ０．０６９　 ０．３３２ ‐ ‐ ‐ ‐

是否是女主模式 ‐ ‐ ０．５５０　 ０．５４５ ‐ ‐

是否夫妻共商模式 ‐ ‐ ‐ ‐ ０．０５０　 ０．３２６
常数项 ３．３５０　 １．４４４　 ３．５３８　 １．３６８　 ３．４０２　 １．４０１
样本量 １３９　 １３９　 １３９
Ｒ２　 ０．２３１　 ０．２３７　 ０．２３１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注：＊表示在１０％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５％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１％的水平上显著。

家庭人口数、家庭经济收入、生活满意度变量、非农收入比例、家庭决策类型变量未通过模型

的显著性检验，对移民意愿没有影响。其中，非农收入比例、生活满意度系数为负，家庭人口数、

家庭经济收入系数为正。收入变量是主要经济变量之一，但是此次未通过模型检验，根据Ｐｅａｒｓｏｎ
分析结果及模型方差膨胀ＶＩＦ值发现，收入与其他变量相比，存在较高的线性相关性，但是不存

在多重共线性，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影响家庭收入变量在模型中的显著性水平。在三个模型中依次纳

入是否男主模式、是否女主模式、是否夫妻共商模式三个变量，以考察家庭决策类型对迁移意愿的

影响。结果显示，三个变量都不显著，说明家庭决策类型对迁移意愿没有影响。

３．风险认知变量。风险态度变量在三个模型中通过模型显著性检验，对于移民意愿存在正向

作用。风险态度分为风险偏好、风险中立、风险规避三种类型。风险偏好的人群迁移意愿更为强

烈，这也成为迁移动员工作中主要的工作对象，所以在移民的动员工作中需要积极发挥风险偏好人

群的作用，给其他风险类型人群起到带头作用。

风险行为在三个模型中通过模型显著性检验，对移民意愿具有负显著性，即具有较强风险行为

的人搬离意愿较为不足，这可能是由于风险行为强调在遇到突发事件之后的表现和应对情况，常年

的干旱少雨，使得具有较强风险行为的人群积极采取措施降低自然灾害对他们产生的不利影响，尽

可能降低灾害损失，他们的应对措施使得当地生活满足他们的生存需求，所以搬离意愿相对较低。

环境风险认知因素在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模型检验，对移民意愿存在正向影响。根据调

查发现，居民认为干旱、洪涝、冰雹等灾害对居民的影响最大，这与参考当地气象年鉴资料获取得

当地主要的灾害类型相符，说明当地居民对于自然灾害有清楚的认知，同时环境风险认知因素对移

民意愿存在正影响，即对周围灾害认知越强烈，则搬迁的意愿越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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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和建议

（一）结论
本文基于定西地区四个村落居民的调研数据，考察影响预防性移民迁移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

利用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得到如下结论：（１）受教育水平对移民意愿具有显著
负向影响。文化程度较高的人群在当地容易获得较为理想的生活，迁移的意愿较低。（２）家庭社会
资本对移民意愿具有显著负向作用，家庭社会资本表明家庭在当地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移民的实
施必然会对此类资本造成损失，成为移民迁移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３）风险态度和风险认知对移
民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而风险行为对移民意愿具有负向作用。风险偏好的人群以及对于突发情
况积极采取措施的人群具有极高的迁移或是改变的意愿，充分了解移民的风险分类能够有针对性地
进行移民宣传动员工作。

（二）建议
预防性移民是有效解决生态高危区居民生活现状的有效方式之一。了解移民意愿，实现 “被动

移民”向 “主动移民”方式上的转变，是顺利完成移民工作的关键，关注移民的心理需求和心理预
期，从而顺利开展和完成预防性移民实施工作。

１．提高当地教育水平、增加就业机会，打破当地一元经济结构。尽管受教育水平、家庭经济
收入对移民意愿存在负影响，但是教育水平低下和经济贫困使得他们更加局限于固有生活生产方
式，缺乏提高生活水平和经济收入的能力。移民工作的成功取决于移民能否能够在新迁入区 “稳得
住，能致富”。提高受教育水平，加强学习农业技能的能力，这是在新迁入区安居的基本保证；增
加就业机会，提高家庭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是移民家庭乐业的基础。

２．关注生态高危区移民风险心理因素，有针对性地进行移民的宣传动员工作，降低大面积铺
开宣传动员的工作难度。应该对有较强风险认知和风险态度的人群，进行移民动员工作，利用他们
性格中敢于冒险、勇于冒险的因素，宣传移民的有利影响，促使他们主动迁移。

３．根据风险认知对移民进行有效分类，各尽其职。根据人口承载力理论，生态高危区仍具有
一定的人口承载水平。尽管较强风险行为的人，搬移意愿不强，但是也可以利用他们动手实践能力
强，积极应对困难的优势，建议这一部分人群留在当地，进行当地生态环境的恢复、重建工作。同
时，生态高危区的恢复也可以将移民全部迁移构建生态无人区［２５］，减少人为力量对生态环境的干
预，让大自然进行自我恢复。

４．重视对高社会资本家庭的迁移宣传动员工作。社会资本是在当地交际圈和社会地位的主要
体现，且于移民意愿存在负向影响。加强对高社会资本的宣传动员工作，为大规模的迁移起到示范
推动作用；也可以利用这些家庭直接对移民进行动员，避免移民对于外界人员的抵触情绪，提高移
民动员效率。

５．生态高危区经济贫困，需要政府补贴和适当政策扶持。预防性移民通过对移民的意愿影响
因素的分析实现移民主动自愿移民，但是生态高危区居民经济贫困，基础保障设施不足，政府必须
加强对当地居民的补贴和政策倾斜。重点是加强迁出后移民的安置工作，提供稳定生活基本保障和
相关的技能培训，实现移民 “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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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呈庆，等：生态高危区预防性移民迁移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甘肃定西地区４村落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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